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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城市的“公共休闲”与“公共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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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清末民初 ;公共休闲 ;公共时间 ;社会文化

[摘　要 ] 城市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是市民生活城市化、社会化、公共化的自然要求和必然结果 ,是市民生

活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为民间社团、学会活动及公众集会、演说、演出等公共活动提供了条件。这

一时期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剧烈频繁的壮观局面 ,使人们思想交流和互动空前频繁 ,形成日益趋

同的思想变革节奏和价值取向 ,成为清末民初政治鼎革的社会文化基础。这是近代公民社会公共领域所

形成的社会文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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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serving the rise of the city’s public leisure ,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night life , the system of Sunday break , and

the habit of the work and rest timing , this thesis points out that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public leisure and public time of the

citizen ha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public sphere of their common life. And it provided favou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activ2
ity of the voluntary association , academy , public assembly , speech and stage appearance , and created a spectacle of the fre2
quent political cultural movement , and it also made people exchange and interact their ideas more frequently to form increasing2
ly identical ideology reform rhythm and value orientation , which became the social cultural basis of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late Qing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was the social cultural effect made by the public sphere of the

civil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引 　　言

现代工商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相区别的

一个重要特征是公民社会的发达 ,即民众作为相

对独立自由的个人 ,共享一定的公共空间 ,参与

一定的公共生活 ,形成一定的公共意志 ,并可以

通过一定的途径予以公开表达 ,进而影响公共生

活的管理 ,这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这种公民

社会的社会文化形态被一些学者概括为“公共领

域”, ①一个社会公共领域的成长被视为“现代

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近十几年来 ,我国史学界

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近代市民社会及公共

领域问题 ,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有越来

越多的学者认为 ,中国近代也出现了某种程度上

的公共领域形态 ,迄今学者们论及的大致分为两

种形态 :一种是民间社会组织 ,即认为商会组织、

行会会馆、慈善机构、社区社团、学会等民间社团

组织是中国近代公民社会的主要形态。②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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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英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 1960～70 年代提出“公共领

域”和“市民社会”理论后 ,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

响 ,1990 年代以来在我国学术界也引起了关注和讨

论。

如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

会研究》,巴蜀书社 1993 版 ;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

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

范大学出版社 1997 版 ;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

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 ;闵杰《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

究》2004 年第 2 期。但这些由某一特定人群组成的社

会组织 ,与传统社会组织有一定的沿袭性 ,大多带有较

多地缘、业缘色彩 ,其公共性有一定限度 ,其活动范围

也有一定限度 ,因而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杨念群

《近代中国研究中的“市民社会”———方法与限度》,《二

十一世纪》1995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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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是公共空间 ,包括市民可以自由出入聚集的公

共活动空间和公共生活场所 ,如街头茶馆、公园、

学校、博物馆等场所 ,以及人们可以自由共享的

虚拟文化空间 ,如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

等。① 笔者曾撰文认为娱乐场所、文化事业、大

众传媒、公共语言等组合成综合性的公共文化空

间。[1 ]无论是民间社会组织形态 ,还是公共空间

形态 ,都可以说是近代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形态

的组成部分 ,但还不能说是全部。例如 ,人们无

论是在社会组织里活动 ,还是在公共空间里活

动 ,都需要有一定的共同时间 ,即人们要在共同

的时间里同时聚集 ,才有可能共享、交流、互动 ,

展开各种公共活动。所以笔者认为 ,公共领域形

态还需要日常的大众化的“公共时间”这一维度。

这是除公共社会组织、公共空间之外的第三种形

态 ,也是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得以形成的一个必

要条件。

人们要有用于公共活动的“公共时间”,首先

需要放下生计 ,利用闲暇 ,也就是人们首先要有

共同划一的公共休闲时间。所以 ,是否能有“公

共时间”,是由人们的休闲方式决定的。中国近

代以前的传统农业时代 ,人们过着自给自足小农

经济基础上聚族而居、城乡一体的村社生活 ,生

产生活基本上是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独立分

散行为 ,人们的休闲活动也基本上是以个人、家

庭、邻里、村社为范围的独立分散活动 ,以“私人

休闲”或特定的“小圈子休闲”方式为主 ,因而不

需要大范围的统一时间和固定场所 ,除了年节之

外 ,人们日常也很少有大范围的公共休闲活动。

此外 ,计时工具的缺乏 ,简陋粗略的计时方式 ,也

使人们难以掌握准确划一的时间 ,现时生活也无

此必要。这些都使人们的作息时间以个人自由

掌握为主 ,而无需日常性、大众化的“公共时间”。

但是 ,到了 19 世纪中叶开口通商以后 ,在内

外诸因素的交互作用下 ,中国社会开始发生近代

化变迁 ,民间社会组织和公共空间等公共领域开

始形成。那么 ,在此过程中是否也形成了日常

化、大众化“公共休闲”基础上的“公共时间”了

呢 ? 如果有的话其形成过程如何 ? 形态如何 ?

机制如何 ? 影响如何 ? 这些都是需要探讨的问

题。本文就试图对此作一初步考察。

一 　城市公共休闲商业的兴起

开口通商以后 ,随着通商城市商贸发展 ,人

口聚集 ,大范围、社会化的工商贸易等活动 ,市民

的休闲方式开始发生改变 ,休闲娱乐行业日渐兴

旺 ,公共休闲活动日趋增多。

如 1860～1870 年代 ,上海租界地区休闲娱

乐商家已遍布街头 ,不计其数。茶馆、餐馆 ,既可

供人们吃饭、喝茶 ,兼有休闲、社交、娱乐功能 ,是

最普通的休闲场所 ,大大小小遍布各个街区。其

他休闲行业也为数众多 ,甚至成百上千。如妓

馆 ,据 1869 年《上海新报》的一篇报道说 ,当时上

海租界内有名号的妓馆就有数千家。[2 ] 再如烟

馆 ,据 1872 年《申报》报道 ,当时租界内鸦片烟馆

就有1 700余家。[3 ]除了这些数量繁多的茶馆、餐

馆、酒楼、妓馆、烟馆之外 ,还有戏园、说书场、浴

室、赌馆等其他消闲场所。1869 年《上海新报》

有一篇文章论到上海娱乐业的兴旺道 :“上海之

洋泾浜甚胜地也 ,中外杂处 ,商贾辐辏 ,俗尚繁

华 ,习成淫佚 ,故妓馆之多甲于天下。辅之以戏

场 ,衬之以酒肆 ,又有茶居、烟室以点缀之。月地

花天 ,灯山酒海。耳谋郑卫之声 ,目熟冶荡之

态。”[ 4 ] 1874 年《申报》有一篇报道 ,历数上海各

类休闲娱乐业的数量之多 :“酒楼不下百区 ,烟馆

几及千处 ,茶室则到处皆是 ,酒肆则何地能无 ,戏

园、戏楼亦十余所。”[5 ] ②

天津 1860 年开埠以后 ,很快发展成为北方

地区最大的通商城市 ,休闲娱乐业也随之兴旺起

来 ,成为与南方的上海并立的北方地区新兴休闲

娱乐中心。天津商业街区餐馆遍布 ,无论白天晚

上都是食客往来 ,相当繁华。1880 年代有竹枝

词题咏外来商贾在餐馆里豪饮快食的情形 :“灯

火楼台一望开 ,放怀那惜倒金罍。朝来饱啖西施

吞 ,不负津门鼓棹来。”汉口在 1860 年代开埠以

后 ,休闲娱乐业也随着通商贸易的发展而兴旺起

来。有记道 :“汉镇自中外互市以来 ,习俗益靡。

阛阓多仿西式 ,服饰宴会 ,多为豪奢。歌馆舞台 ,

茶寮酒肆之间 ,冶游者车水马龙 ,昼夜无有止

息。”[ 6 ] (p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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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

究》1996 年第 1 期 ;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

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 年第 8 期 ;丁晓原《公共

空间与晚清散文新文体》《学术研究》2005 年第 2 期 ;

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 (1895～1911)》,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07 年版。

关于上海等通商城市公共休闲商业兴旺的情况 ,可参

见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 (浙江人

民出版社 1998 年版)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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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年以后 ,随着新政的展开 ,各地城市工

商实业、市政建设、文化教育等各项新政事业陆

续兴办 ,人口增加 ,社会流动加剧 ,城市生活活

跃 ,人际交往增多 ,城市交通进步 ,人们的休闲娱

乐需求也增长 ,休闲娱乐业随之有了普遍的发

展。特别像省会、工商业发达的大中城市 ,休闲

娱乐业有较大的发展 ,市民的休闲娱乐商业化程

度有了较大提高。

除了通商城市的公共休闲娱乐业有了更大

发展之外 ,其他城市 ,特别是京城和省会等大中

城市 ,伴随着工商业、新政事业和市政建设等发

展 ,城市生活日趋活跃与丰富 ,休闲娱乐业也有

相应不同程度的发展。北京清末娱乐业的兴旺

就是典型的例子。

北京为元、明、清三朝京城 ,政治和文化的中

心 ,历来官吏、文人、商贾聚集 ,特别是清代 ,满族

亲贵、八旗兵民聚居内城 ,汉族官吏、文人、商贾

汇聚外城 ,众多靠朝廷俸饷生活的官吏、旗人 ,以

及较多的流动人口 ,形成了比其他地方大得多的

消费市场。但由于清廷对于满人和官员娱乐活

动限制较严 ,因而休闲娱乐行业发展缓慢 ,商家

数量有限 ,规模也较小。庚子以后 ,城内官员、旗

人出入娱乐场所之禁不复存在 ,纷纷进酒馆、入

戏园 ,内城也出现了妓馆、茶园等娱乐场所 ,后来

清廷也便不加限制。官员和旗人有钱有闲 ,是消

费能力和娱乐需求最强的人群 ,加之新政展开 ,

崇尚工商实业 ,社会流动增加 ,京城的休闲娱乐

行业遂兴盛起来。在短短数年时间里 ,正阳门外

大栅栏地区 ,茶馆、戏园、餐馆、烟馆、妓馆等数量

大增 ,益形繁华 ,这里的茶馆戏园和妓馆林立的

“八大胡同”,都成了著名的娱乐消遣去处。

除了通商城市和北京 ,其他一些省会及交通

比较便利的城市 ,在清末新政以后 ,随着工商活

动增多 ,人口流动和社会互动增多 ,官方的鼓励 ,

以及城市交通工具的进步等 ,促使休闲娱乐业都

有了程度不同的发展 ,日益形成规模化 ,有的形

成了一些休闲娱乐业集中的娱乐商业区。同时 ,

一些适合于大众化休闲的传统场所也多有发展。

如四川省城成都向来街头多设茶馆 ,人们有到茶

馆喝茶休闲的风俗 ,尤其是夏季 ,茶馆更是人们

消暑休闲的好去处。清末民初时期 ,随着城市生

活的活跃 ,成都的街头茶馆数量也有增多 ,据统

计这一时期全市有茶馆四五百家。[ 7 ] (p59)

清末民初城市休闲娱乐业的普遍发展 ,使城

市居民的休闲娱乐活动商业化程度大为提高 ,市

民的休闲活动趋于日常化、大众化、商业化 ,公共

休闲活动日趋增多 ,与此相应也带来人们作息时

间上的同一化、公共化 ,“公共休闲”带来了“公共

时间”。

二 　城市商业化夜生活的兴旺

人的自然生理节律 ,每天需要睡眠约 8 小

时 ,占一昼夜时间的三分之一 ,其他三分之二时

间 ,除少量时间用于吃饭之外 ,都可以从事劳作

与休闲等各种活动。但人们的活动还要受外在

自然的限制 ,就是太阳出没所形成的白天与黑夜

的区隔。如果不分冬夏按平均每天白昼与黑夜

各 12 小时计算 ,夜间除去 8 小时睡眠之外 ,还有

4 小时可用于活动。传统农业时代 ,由于照明工

具的落后及交通不便等因素 ,白天和黑夜几乎是

决定人们活动的一个绝对界线。人们的日常作

息时间 ,基本是依太阳出没的自然节奏 ,日出而

作 ,日落而息。除了白天用来劳作谋生之外 ,夜

晚的 4 小时空闲时间 ,基本被限制在家庭室内的

私人空间里打发。一至入夜 ,无论城乡 ,人们只

能关门闭户守在家中 ,油灯如豆 ,家人相守 ,休闲

活动不外乎灯下读书、床前教子、女红针线、麻将

纸牌、老人讲说故事、夫妻念叨家常之类家庭室

内的活动而已。仅有少数富裕有闲的城市官绅

富商阶层 ,才有亲友宴聚、看戏听曲等少量的娱

乐夜生活 ,但一般是亲缘小圈子式的和零散的 ,

并非市场化、日常化、公众化的公共夜生活休闲

活动。

通商以后 ,煤油灯、煤气灯、玻璃灯罩及电灯

等先后由西方传入 ,照明度和安全性大幅提高 ,

特别是适于公共场所集中使用的煤气灯和电灯

的普及使用 ,给城市休闲娱乐业带来了革命性的

变化。最早和最普遍使用这些新式照明工具的

就是大城市里的餐馆、酒楼、戏园、茶楼、妓馆、烟

馆等休闲娱乐行业 ,因为只有这里才是适于人们

结束了白天劳作之后 ,在夜晚数小时空闲时间里

寻求休闲娱乐的场所。于是通商城市的娱乐场

所 ,借助于新式照明工具 ,适应人们夜晚休闲娱

乐的需要 ,日益增多并兴旺起来。每当太阳西

下 ,无论是商贾文士、还是工人仆役 ,劳顿忙碌了

一天之后 ,纷纷来到这些娱乐场所消遣娱乐 ,放

松身心 ,交际应酬 ,享受愉悦 ,由此都市夜生活开

始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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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海自从 1860 年代以后商业区主要街道

和娱乐场所装上煤气灯 ,便成了一座“不夜城”,

夜晚出游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消闲娱乐项目。白

天从事各行各业的市民们 ,往往午后或傍晚结束

了一天的劳作事务 ,便纷纷涌到各个娱乐场所去

消闲 ,因此造成了夜生活的繁荣。如戏馆是人们

夜晚消遣的地方 ,有竹枝词题咏大小戏馆每至入

夜便张灯结彩、锣鼓喧天 ,好似过年闹元霄般热

闹的情景道 :“洋场随处足逍遥 ,漫把情形笔墨

描。大小戏园开满路 ,笙歌夜夜似元宵。”[8 ] 繁华

热闹的夜生活 ,成为上海租界生活的一个突出特

征 ,使千百年来习惯于昼起夜伏、入夜后只能待

在家里的人们 ,开始改变传统习惯而享受夜生

活。1880 年代以后又自上海开始引进更加明亮

安全的电灯 ,到 20 世纪初 ,电灯开始在全国各大

城市推广使用 ,各大城市的娱乐场所和商业中心

街道开始遍设电灯 ,餐馆、酒楼、戏园、茶楼、妓馆

等娱乐行业借助电灯而大做夜晚生意 ,使夜生活

在各地大城市普遍兴盛起来。如上海娱乐业使

用电灯以后 ,夜生活更为繁盛。有记商业娱乐区

夜生活的热闹情形道 :“自午后以至夜间十二点

钟 ,无一刻不车水马龙 ,声如鼎沸 ⋯⋯朝朝寒食 ,

夜夜元宵。”[9 ]

1900 年以后 ,随着新政展开 ,鼓励工商实

业 ,各大中城市市政建设也渐次推行 ,休闲娱乐

业随之兴盛 ,也陆续出现夜生活。即使皇帝脚下

的京城 ,随着清廷禁律的松弛 ,电灯的使用 ,饭

馆、酒楼、茶园、妓馆等夜生活日益兴旺 ,戏园也

开始演出夜戏 ,清廷不再禁止。清末宣统时有记

云 :“京师向无夜戏 ,现各班均以义务开演 ,争奇

斗胜 , 日 盛 月 增 , 从 此 夜 夜 演 唱 , 不 复 禁

止。”[ 10 ] (p133)

照明工具的进步使白天和黑夜的界线减弱 ,

人们对睡眠以外的夜晚时间可以更自由地安排。

城市夜生活的兴旺 ,使人们在白天之外 ,还有数

小时之久的夜晚时间 ,也可以外出到娱乐场所去

休闲娱乐 ,从而使人们参与公共活动的时间大大

延长 ,人们出外到公共场所进行娱乐消闲活动更

为自由方便和日常化。城市夜生活兴起以后 ,白

天劳作、夜晚外出娱乐的方式日益流行 ,成了一

些城市市民的日常作息方式。特别是在上海、天

津、北京等夜生活兴旺而又士商云集的大城市 ,

一些官宦、士绅、商贾、文人、纨绔、世家贵族、新

兴权贵、闲散旗人、衙门职员、商贩店伙各类人

等 ,白天忙碌之后 ,晚上到娱乐商业区会客吃饭、

喝茶听戏等享受夜生活 ,几乎成了他们的家常便

饭。商业化公共夜生活的兴旺 ,使公共休闲的时

间大大延长 ,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公共休

闲活动。

三 　星期休息制度的实行

中国民间向来是依年节农时如元旦、端午、

中秋三大节及农闲等长时段间隔地进行休闲娱

乐活动 ,除此之外没有定期休息的习俗。

通商以后 ,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人带来了七日

一休息、做礼拜的习俗。每至礼拜日 ,西人开设

的洋行、机构、学校等都关门 ,男女纷纷到教堂作

礼拜及进行会友、娱乐等休闲活动。由此影响到

与外商相关的华人商家的商务活动 ,不仅是一些

进出口贸易的商家店号 ,甚至连聘有洋员洋匠的

海关、机器局等官办机构 ,也不得不于是日停工

休息。在西人机构中做事的文人、职员、仆役、小

工等皆受影响 ,随之休息。如时人所说 :“七日一

礼拜 ,为西人休息之期 ⋯⋯华人之居停西商者 ,

于先一日礼拜六夜 ,征歌命酒 ,问柳寻花 ,戏馆、

倡寮愈觉宾朋满座。”[11 ] (p13)“是日也 ,工歇艺事 ,

商停 贸 易 , 西 人 或 赴 堂 礼 拜 , 或 携 眷 闲

游”。[ 12 ] (p134)

在外商习惯的连带影响下 ,逢礼拜休息便成

为商、工 ,乃至其他市民的作息节奏。如在休闲

娱乐业最为发达的上海租界 ,到 1870 年代以后 ,

礼拜休息已成为商业活动以及人们休闲娱乐活

动的主要节奏。每逢礼拜天 ,经过数天忙碌生活

的人们 ,均趋商业繁华区遍布街头大大小小的茶

馆、餐馆、书场、戏馆、烟馆、妓馆等各消闲娱乐场

所 ,随意消遣 ,使这些娱乐场所变得熙熙攘攘 ,热

闹非常。时人有道 :“不问公私礼拜虔 ,闲身齐趁

冶游天。虽然用意均劳逸 , 此日还多浪费

钱。”[ 13 ] (p56) 还有描述商贾每逢礼拜便豪游娱乐 :

“每逢礼拜公司放 ,百万朱提散客家。”[14 ] (p21) 一

到礼拜休息日 ,人们便纷纷来到戏园看戏 :“演剧

每逢礼拜朝 ,规模最好在芳 。”[14 ] (p23)“恰逢礼

拜闲无事 ,好把京班仔细看。”[15 ] 礼拜六晚上娱

乐场所最为热闹 ,有记云 :“礼拜日任人游玩焉 ,

前一日曰礼拜六 ,是夜尤为热闹。”[14 ] (p12) 由此可

以看到 ,礼拜已经成了上海人生活的一种作息节

奏。到 1880 年代以后 ,上海、天津、汉口等其他

外国租界及西人聚集的新兴地区 ,礼拜休息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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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商业生活的一种主要作息习俗。

清末陆续开办的教会学校、洋务学堂 ,也因

洋教员的习惯及课程安排 ,或实行礼拜休息 ,或

在礼拜日减少学业 ,不学西学而只习中学。维新

运动兴起以后 ,一些地方民间人士开始兴办新式

学堂 ,大多参照西人定期习俗 ,有的略仿“汉唐休

沐之制”,以一旬十天为休息之期 ,有的仿行礼拜

七日一息制度 ,但为了避免效法西教、“以夷变

夏”之嫌 ,依据中国传统天文历法中的二十八宿

值日法 ,以房、虚、星、昴 4 日对应西人每月的 4

个礼拜天 ,而将礼拜称为“星期”,使这个本来充

满基督教色彩的西洋化的作息习惯名称 ,一变而

为只代表天象时间意义的中国化的习俗名称。

一时间 ,以星期或间隔数天休息的作息节奏 ,及以

星期安排课程 ,成了新式学堂区别于旧学堂的一

种模式。此外 ,一些维新人士兴办学会团体 ,也以

仿行西法、改良风俗相号召 ,往往以星期天———即

礼拜天为聚会日期。如 1898 年 1 月在京师创立

的关西学会 ,其会章就规定 ,“每一星期聚会一

次”,这是因为“会友多习西文者 ,故必用星期 ,即

礼拜日是也”。[16 ] (p427) 在其他地方维新人士开办的

一些学会团体 ,有的也以星期为单位安排活动。

但是 ,在这一时期星期休息之法还未在社会普及 ,

这些新派人士的作法被视为“崇洋”、“媚外”而受

到保守人士的批评。

星期休息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并体制化 ,

是 20 世纪初新政期间由改革教育、兴办学堂而

开始的。清廷开始新政 ,令全国各地兴办新学

堂 ,新式学堂皆为仿行西方学校制度 ,因而也沿

行西方学校七日一休息的模式。1902 年 8 月清

政府颁布的第一个新学制章程《钦定学堂章程》,

在中学堂和高等学堂章程里就明确规定了星期

放假制度 :“除年假暑假合计在七十日之外 ,每岁

恭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 ,皇后千秋节 ,至圣先

师诞日 ,仲春仲秋上丁释奠日 ,端午中秋节 ,暨房

虚星昴日 ,各停课一日。”[17 ] (p380、568) 可以看出 ,这

是一个混合新旧中西两种元素的学堂休假制度 ,

而仿自西方的礼拜休息制度 ,也披上了民族色彩

的“房虚星昴日”即“星期”的外衣。这份钦定章

程 ,是清廷在官方正式法规中 ,首次公开宣布承

认并实行星期休息制度 ,标志着此前在局部地区

已经存在多年的七日一息的休息方式 ,开始进入

体制化实行阶段。在第二年修定颁发实行的《奏

定学堂章程》中 ,则更明确地以“星期”作为安排

课程的单位。这些新学制法规的颁发实行 ,使星

期休息成为一种官方学校制度在全国范围推行。

随着清政府设置新政机构及官制改革 ,北京

一些官署衙门也开始陆续实行星期休息制度。

先是 1903 年设立的商部、1905 年设立的学部 ,

由于都是新设机构 ,主持者多为新派人士 ,设立

之始即实行星期休息制度。1906 年各部实行官

制改革 ,各部官署也相继实行星期休息制度 ,成

为新衙门不同于旧衙门的一个标志。当时有报

纸评论道 :“星期休息一节 ,真是与众不同 ,这就

是新衙门的特色。”[18 ]至 1911 年夏 ,连没有进行

官制改革的吏部和礼部 ,也实行了星期休息制

度。至此 ,清政府中央机构已一律实行了星期天

休息制度。有中央机构倡行于上 ,1907 年以后

各地方的衙门官署也纷纷仿效 ,特别是那些新设

立的新政机构 ,设立之初即多以星期休息制度为

当然规则。一时间 ,实行星期休息制度似乎成了

官署衙门新政改革的一个标志 ,很快在全国各地

官方机构推行开来。

自 1902 年至 1911 年的约十年时间里 ,学

堂、官署相继实行了星期休息制度 ,学界、政界人

士的日常休闲生活也随之以星期为周期 ,在北京

及各地省会等城市里 ,他们也是一个对于公共活

动需求较多 ,相当大的消费群体。特别是这一时

期兴起了各种社会团体 ,频繁举行社会活动 ,主

力便是学界和政界人士。星期休息制度的实行 ,

使他们有了更多的休闲娱乐和社交时间。因而

这些城市的休闲娱乐业也随之发生了营业节奏

的变化 ,休闲娱乐业因此而兴旺 ,也由此形成了

比较明显的休闲娱乐业商业活动的周期。民国

以后 ,星期休息制度在城市里已经普遍实行。如

一位年已五旬 ,对民国及新事物态度历来保守的

清朝旧宦 ,在民国以后的日记中 ,也改用星期来

记事了。[19 ] (p636)

星期休息制度的实行 ,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

多重影响 :

首先 ,使人们的休息娱乐时间得到了保证 ,

生活质量提高。一般而言 ,劳作是为了谋生 ,休

息娱乐是一种享受。在传统生活中 ,由于生产水

平低下、生存艰难 ,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劳动报酬

以求得生存 ,不得不把尽量多的时间投入到劳作

之中 ,而尽量减少休息娱乐时间 ,因而人们劳作之

苦多而享受之乐少。实行星期休息制度后 ,人们

可以每七天就有一整天的时间停止劳作 ,用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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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休息、娱乐等私人活动 ,使休闲娱乐活动时间

得到制度上的保证 ,使人们及家庭的休养生息有

了时间的保证 ,因而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同时 ,

使公私时间领域有明确的区分 ,个人支配的时间

增多 ,并且合法化、常规化 ,增强了个人的自主性

和自由度 ,为个人的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

其次 ,星期休息制度促进了社会交往与公共

活动。清末时期 ,在城市中政界、学界人士为主 ,

兴起了办学会、集会演讲、组织社会团体、开展各

种社会活动的热潮 ,星期日休息制度的实行为这

些公共活动的展开提供了方便条件。社会团体

等各种活动大多利用星期天 ,不同行业、不同部

门、不同职业的人 ,都可以在这同一天参与相同

的活动。因而星期制度为开展跨行业、大规模的

公共活动提供了共同的时间。在清末民初北京

一位旧官员的日记中可以看到 ,当时北京上流社

会有诸多学会、集会、社会团体等各种活动 ,大多

都安排在星期日举行活动 ,这位旧宦人士一到星

期日 ,便会到各处去参加多个不同团体的活

动[19 ] 。可以说 ,星期休息制度的实行 ,是清末时

期社团活动兴起热潮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

最后 ,星期休息制度的实行 ,有利于人们日

常活动的计划性。每七日一星期使人们在月和

年之外 ,有了一种更短、更精细、更简便、更整齐

划一的计日单位 ,更便于人们安排日常活动 ,使

人们的日常活动更有计划性。这一点在学堂教

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将一学期的教学内容 ,按

照星期作好课程安排 ,以使教学计划确保完成。

清末星期制度实行以后 ,星期日益成为人们安排

日常生活计划的一个最常用的计日工具 ,为城市

工商业化生活节奏的加快 ,为社会公共活动的增

多 ,提供了方便。人们的工作、休息、娱乐、商业

活动和社会活动等 ,日益形成了以星期为单位的

新的周期 ,星期也因而成了近代城市生活的一种

主要节奏。

然而 ,星期制度自清末开始实行 ,到民国时

期城市中日渐普及 ,但一直只是在城市政界、学

界、文化界、公共事业以及部分工商企业中实行 ,

因而享受这种作息制度的主要是城市中上层 ,而

许多工厂工人、车夫、小工、小商贩、小手艺人、艺

人等下层劳动者 ,为谋生而不得不长年劳作 ,很

少有星期休息。至于广大农村 ,除了学堂学生及

少数公务人员外 ,几乎仍然沿袭着传统农业生活

形成的作息方式。城乡之间、城市上下阶层之间

这种作息方式和节奏的不同 ,也成为拉大双方生

活方式差别的一个因素。

四 　作息定时习惯的形成

与星期休息制度相关的 ,还有做事定时与作

息区分的习惯与观念。以往人们的农业生产及

家庭手工业生产 ,都是个人或家庭成员的个人化

活动 ,依自然昼夜及农时季节等进行活动 ,不需

要精确的时间来区分劳作和休闲 ,人们也缺乏活

动定时的习惯和观念 ,时间区分界线模糊 ,一般

以相当于两小时的“时辰”作为基本时间划分单

位 ,在实际生活中则用人们最熟悉并易于掌握的

“一顿饭工夫”、“一袋烟工夫”等。如果需要多人

约定时间集会等 ,也以诸如“饭后”、“午后”、“掌

灯时”等模糊的时间概念。城市生活也基本如

此 ,商家的营业也往往在昼夜自然节奏之内 ,依

商家的勤惰和需要而营业 ,开门营业或闭门打烊

一般不定时。人们的活动也往往在昼夜自然调

节之下 ,比较随意。因而人们没有精确的劳作与

休闲时间的区分观念 ,没有精确定时地安排活动

的习惯 ,也不需要精确的时间观念。

开口通商以后 ,最早是通商城市的人们看到

西人作息定时的习惯 ,与我国作息不分的习惯不

同。西人做事定时 ,注重效率 ,一定的时间里集

中精力于一事 ,讲求效率 ,这一习惯使人们开始

认识到定时与注重效率的重要。在通商城市的

一些与外贸相关的商业行业 ,由于受到西人洋行

定时习惯的影响 ,时间观念也有所增强。但是 ,

大部分中国人的商业、事业 ,还仍然沿袭着作息

不定、自由自主的传统习惯。至于通商城市以外

的广大城乡 ,人们的生活作息更是沿袭传统习惯

而少有变化。

进入 20 世纪以后 ,各地大城市工商业及新

式事业开始普遍发展 ,人们的各种经济和社会活

动增多 ,节奏加快 ,商务接洽、车船开行、商品运

送交接、工厂做工、社会事务等群体协作性活动

增多 ,都需要更精确固定的时间。人们社会交往

和互动增多 ,活动的时间安排更趋精密与短促 ,

特别是城市生活的公共性增强 ,需要众人以共同

的时间节奏来协调。同时 ,照明工具进步使昼夜

界线淡化 ,人们的活动不再严格受着昼夜及农时

的限制 ,可以比较自由地安排时间 ,而不同的活

动如劳作、社交与休闲等需要一定的时间区隔和

安排。城市生活的这些变化 ,使以往劳作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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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时间不加区分 ,以及人们各自时间不定的活

动方式 ,已经不能适应城市生活及公共生活的需

要。人们的劳作时间与休闲时间需要加以区分 ,

并使众人的活动时间和节奏尽量一致 ,以便于统

一步调 ,进行公共活动。特别是一些群体性的活

动需要人们一起集合进行 ,更需要精确的时间限

定。如学校上课 ,每个班级有数十人需要有确定

的集合时间 ;商业生活节奏加快 ,需要更精确的

商品交接与交易时间 ;社交活动增多 ,也需要更

精确的时间约定以会合多人 ;戏园演戏 ,需要有

确定的演出时间以便于众多观众按时到达等等。

总之 ,城市生活公共性的增强 ,人们活动内容的

增多和可支配时间的延长等因素 ,都促使人们需

要更精确地安排时间。钟表的普及 ,使人们有了

可以精确掌握时间的工具。这些都促使城市人

们的活动趋向定时化 ,作息时间趋向区隔化、同

一化。

正是适应这种城市生活的需要 ,清末以后 ,

首先是新式学校开始实行课程定时制度 ,新学制

规定学堂授课需有定时 ,一些政府机构在实行星

期休息制度的同时 ,也开始实行工作定时制度。

后来在学习西方、移风易俗风气的影响及教育界

的示范下 ,一些文人团体聚会 ,也规定集散时间 ,

以示革新风俗 ,节约时间。时人有记云 :“晚近士

大夫 ,颇知仿效西法 ,其团体之治事也 ,有定时 ,

以某时始 ,以某时终。”[ 20 ] (p1868) 如 1906 年《大公

报》刊载某一阅报处和说报所事务的社会团体制

定的会议规则 ,其中便有专条关于会议定时的规

定。规定会议于下午一时开始 ,参加者需准时出

席 :“来会者订于一钟点到齐 ,如届时不到 ,恕不

多候。”还对定时散会作了限定 :“来会者须俟四

钟一齐散 ,倘随便来去 ,恐一切应研究之事难竟 ,

其诸如有要事 ,请预先声明。”[ 21 ] 做事定时的新

风俗首先开始在知识阶层中流行开来。

此外社会上一些企业、事业也开始仿行工作

定时制度。如天津就有华人工商企业仿效西人

企业而工作定时 ,有记云 :“光绪中叶 ⋯⋯天津某

财团之治事 ,效法西人 ,有定时 ,职员晨集暮散 ,

迟到早退者曰旷 ,竟日之治事为七小时 ,是为法

定时刻 ,在此时内 ,不得治己事。”[ 22 ] (p1742) 但中国

企业事业效法西俗进行工作定时管理 ,在这时候

还不多见 ,人们以传统习惯衡之 ,认为这种工作

定时的管理制度对人束缚太过刻板 ,这种管理方

式被人们讥笑为是“成人自侪于儿童”,把工作定

时及区分工作与私事时间的管理制度 ,认为是把

成人当儿童一样管着。可见当时人们对于工作

定时的管理制度还抱有相当的成见 ,人们的习惯

和观念还难以很快转变过来。虽然清末以后 ,一

些官署、学校、事业等相继实行定时工作制度 ,但

人们一时还难以适应 ,工作时间往往仍然沿行着

作息不分、公私事不分的习惯。

千百年来的农业生活 ,人们已经习惯于缓慢

从容的做事节奏 ,习惯于作息不分的自由自在的

生活方式 ,不习惯西人把做事和休息时间、办公

与私事时间截然分开的生硬刻板的作息方式 ,甚

至认为西人作息定时方式 ,将大块时间划定为个

人休息及处理私事 ,是浪费时间、耽误正事 ,不如

中国人以更多的时间来做事 ,不致耗费时日。但

是 ,随着人们对西人情况的了解 ,随着城市生活

的变化 ,人们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 ,一些人在

中西习惯比较下 ,对于中国传统作息习惯开始反

省。如当时有识者指出 :“西人办事 ,功课之密、

规则之勤 ,胜我国几百十倍。而我国人乃误认 ,

反以为逸于我。辄曰 :‘若西人治事 ,但须每日上

午几点钟至几钟 ,下午几点钟至几钟 ,而礼拜日

悉停工。是其赴工之外 ,余皆归自用 ,较之我国逸

多矣。’殊不知彼所谓几点钟至几点钟 ,此实在到

工之时刻 ,而到工时又极辛苦 ⋯⋯且各国凡办公

之地 ,为事皆极烦冗 ,诸人运笔如飞尚恐不及 ,非

若吾国晚近 ,虽定入署时刻而实无事可做 ,咸相聚

谈笑或辫发剃头 ,甚至任售什物者入 ,诸司员恣意

看古董字画或珠宝也。”[23 ] (p56～57)

清末民初以后 ,由学界、政界开始 ,后来所有

公共事业、工商企业等也都逐渐实行工作定时制

度 ,这是近代工商业生活所需要的时间管理模式 ,

人们开始逐渐适应和习惯。

随着工作定时制度的普遍实行 ,人们也开始

产生对于个人休息时间的权利意识。民国以后 ,

政府机关、学校、公共事业等 ,仿效西方国家的一

般通行制度 ,基本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而以往

一直每天工作 10～12 小时的工人 ,也开始仿效

西方国家的工人 ,争取八小时工作制 ,要求有更

多休息和自己支配的时间。如民间对于民国制

定的“五一劳动节”的理解 ,就是工人争取 8 小时

工作制 ,人们对此也给予理解。如福建古田地方

志中就对“五一劳动节”作注释道 :“工人要求解

放 ,每日以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睡

眠 ,均劳逸也。”[24 ] (p1290) 随着社会的变动 ,工作定

·88·



时制度的推行 ,人们已经把个人拥有休息时间作

为一项基本的个人权利而捍卫 ,即使是下层劳动

者也开始起而争取了。定时工作 ,保证休息时

间 ,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基本人权 ,休息权成为

合法与正当的个人权利 ,至此 ,中国人的作息习

惯和作息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结 　语

对以上晚清至民初时期城市“公共休闲”和

“公共时间”形成的考察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

第一 ,开口通商后 ,首先从通商城市开始 ,伴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 ,由休闲娱乐业兴旺而出现市

民日常化、大众化的“公共休闲”兴起 ,并以夜生

活兴旺、星期休息制度及作息定时习惯为主要标

志 ,形成了相应的市民参与公共活动的“公共时

间”。直至清末民初时期 ,伴随着全国大中城市

工商业、新市政的发展 ,这种市民大众化的“公共

休闲”和“公共时间”也扩展到了全国大中城市 ,

成为引导市民休闲生活的主导趋向。

第二 ,这一时期城市市民“公共休闲”和“公

共时间”的形成 ,是以城市工商业经济发展、市民

人口增多、市民生活商业化发展 ,及交通、照明等

技术的进步为基础的 ,亦即以近代工业化和城市

化发展为前提 ,以这种发展引起人们生活方式、

休闲方式的变化为契机 ,是市民生活城市化、社

会化、公共化的自然要求和必然结果。

第三 ,清末民初时期城市市民“公共休闲”和

“公共时间”的形成 ,成为城市市民生活公共领域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有了大众化的

“公共休闲”和“公共时间”,才为民间社团、学会

活动及公众集会、演说、演出等公共活动提供了

条件 ,为较大范围及经常性的公众之间信息、语

言、思想、文化、情趣等交流互动提供了条件 ,因

而使得这一时期民间社团活动十分活跃 ,涌起了

一股股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的重重波浪 ,形成

了公共社会活动的高潮 ,创造了这一时期群众性

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文化活动剧烈频繁的壮观局

面。与此同时 ,人们通过独立自由地参与公共活

动 ,思想交流和互动空前频繁 ,激发着观念的激

烈碰撞和新思潮的勃兴 ,形成日益趋同的思想变

革节奏和价值取向 ,成为清末民初政治鼎革的社

会文化基础。这正是近代公民社会公共领域所

形成的社会文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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